
理性的批判与存在的美学：
福柯与法兰克福学派

范萍萍

摘要i就对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理性”的批判而言，福柯-9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阿多诺、霍克海默等人持有一致的立

场。但由于各自方法论的差异，又使他们的理论显现截然不同的关注视野。通过对这二者的比较分析，使我们能够更清晰地收获

他们各自理论的解释效力和文化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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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的法兰克福学派研究专家理查德·沃林认为：在与法

国后结构主义有所瓜葛的思想家当中，米歇尔·福柯的文化批

评最接近于法兰克福学派所关注的论题，他的“系谱学”计划

同批判理论家们的“工具理性批判”之间有着深刻的相似

性。uo福柯自己也承认，他对纪律严明的、如监狱般被规约和

管理的现代社会的分析和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阿多诺等人

对“被控制的世界”的分析之间有着显著的类似。[21通过对二

者理论的比较分析，我们发现福柯与法兰克福学派都能够被置

于批判理论的传统之下而分享一系列见解上的一致性，然而由

于各自方法论的差异，又使他们的理论拥有截然不同的关注视

野和最终旨归。

福柯和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出发点都是对现代理性的控制

力量的反思、批判和揭露，以及在现代的语境之下对历史当下

性的内容和性质做出质问和诘难。他们都着眼于对现实世界的

具体分析和综合解释，而不是像传统形而上学哲学那样，把扮

作“自在之物”的精神和抽象的自然本质从人的异化的现实性

中抽离出来。不同的是，法兰克福学派讨论的是现代人在实现

对自然的征服的同时又被自然所物化，并同时造成的社会心理

的压抑，现代社会在工具理性的强化之下如何实现了对大众的

同一化管理和总体性控制，它主要着眼于对现存秩序之下的意

识形态和文化领域的批判；而福柯则集中关注的是个人如何在

社会规约、话语实践的权力机制和结构中被控制、规训和塑造

成社会主体，他投眼于现代社会的缝隙和边缘地带，用“考古

学方法”和“谱系学方法”向我们展示了知识、话语的权力性

质及其运作策略，出色地揭露了权力的“微观物理学”。

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首先是发展了卢卡奇的物化理

论，并把物化过程从现代资本主义的发生继续向前追溯到人类

文明的源头，也就是对启蒙理性的批判中去。在阿多诺与霍克

海默合著的《启蒙辩证法》中就集中阐述了这种观点：启蒙的

目的是“使世界清醒”，让人们从虚幻的思维和对神秘的恐惧

中解放出来，成为主人。因此，启蒙试图“取消神话，以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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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代替想象”，但正是在对“知识就是力量”的过分虔信中，

作为启蒙的理性，特别是在它抽象为综合化、实质化和工具化

的理性时，它就又走向了自身的对立面，使人类被它所控制和

束缚。启蒙理性实现了人对自然的全面控制，但同时也导致了

对人的内在自然的控制。比如《荷马史诗》中的《奥德塞》

就反映了这种启蒙精神的源起。奥得修斯为了实现统治的目

的，就必须不断地牺牲和克制自己内在自然的要求。为了抵制

塞壬的歌声——这代表自然力量的诱惑，奥得修斯让其他人用

蜡封住了耳朵，而把自己捆绑在了桅杆上。这样以来就坚定地

控制住了自我的存在，避开了因歌声而迷失的危险。奥得修斯

因此而抵制了自然的诱惑力，同时其肉体的控制和束缚，使完

整的幸福破碎，只能存在于渴欲之中。这就导致了人在对自然

界实现控制的同时，也实现了对人类自身的控制，并最终实现

了对社会界的控制o TM

与法兰克福学派一样，福柯也深入批判了启蒙理性所招致

的知识对人类的控制力量，但二者不同的是，法兰克福学派是

在较为抽象的意义上将知识与人的内在自然对立起来，而福柯

则是通过话语／权力的运作机制更为深入地揭示了理性的压迫

力量是如何通过复杂微妙的权力网络的共同作用而得以发生

的。福柯应用考古学和谱系学的研究方法，将话语置于具体的

社会制度和实践之下，从而揭示出其中的权力机制。他深信尼

采的论断，即“求真的意志是与权力意志分不开的”，认为任

何时期的知识形构同时就是权力机制，知识是作为权力的武器

而发生作用的。福柯在他的访谈录里谈到：“哲学家，甚至是

知识分子们总是努力划一条不可逾越的界线，把象征着真理和

自由的知识领域与权力运作的领域分离开来，以此来确立和抬

高自己的身份。可是我惊讶地发现，在人文科学里，所有门类

的知识的发展都与权力的实施密不可分。”【41而福柯为自己确立

的目标，却是用哲学来限制知识的领域，他认为，当社会和人

类行为成为科学研究对象的时候，科学研究所要解决的问题就

是处于权力机制之下的社会和人的问题，因而“人文学科是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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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权力的机制一道产生的”，它的发展也会进一步完善权力

实施的技术和策略，从而强化和改进了社会规训和控制的手

段。比如说“精神病学”一开始就是从监禁精神病人、规训大

众从而维持社会秩序的实践中产生出来的，而它的研究结果又

是进一步强化和改进了它实施权力功能的技术和手段。因此，

“既不存在抛开一个知识领域的相互关联的构造的权力关系，

也不存在任何不预想和构造各种权力关系的知识。”这就对现

代理性的解放功能提出了质疑和批判。福柯还揭示了知识和权

力的关系是如何在他称之为口头或书面表达的组织形式和概念

框架——即话语中活动的。福柯认为，话语就是在服务于某种

类型的权力关系的背景中组织知识的特定方式，这个概念框架

允许某些思想模式而排斥其他思想的可能性。话语间的消长起

落、斗争倾轧都是由于权力机制的作用。权力机制操纵了知识

系统和话语实践来控制和规范各种人类行为，例如疯癫就被作

为了“理性”的话语实践的对立面而遭到迫害和压制。

知识一权力的庞大网络就是要把人类的一切行为都整合到

现代的话语实践之中去，从而产生现代的“规训社会”，社会

控制得到全面的实现。这就与法兰克福学派所批判的“虚假的

同一性”和“总体化的社会”有着深刻的一致性。

《启蒙辩证法》中阿多诺和霍克海默提出了著名的文化工

业理论，这一理论分析了启蒙理性所倡导的文化的同一状态怎

样导致了社会对大众的总体化控制；福柯也揭示了在知识系统

和话语实践的整合之下，个体是如何被规训和塑造成温驯有用

的社会主体的。但由于福柯的权力观更为弥散和微观，它浸透

到了现代社会的各个角落和缝隙之中，因此又与法兰克福学派

的社会机制的权力控制有着根本的差异。法兰克福学派在对文

化产业进行严辞批判的同时，提倡自律的现代派艺术，这种艺

术寄予了他们审美乌托邦的理想，也就是理性与自然的同一而

非对抗的状态，那么自律艺术的使命就是要表现出对异化现实

的决裂，他们坚持内在超越性的艺术观念，他认为自律的艺术

以其自身的理想的和谐状态能够实现对社会的批判，并构成与

文化工业的对抗，这样文学本身就具有了超越异化的颠覆能

力，“具有从所有决定性中解放出来的能力”，写作成为某种具

有革命性质的行为；而这些恰恰是福柯所反对的，因为他认为

话语实践总是与权力网络并行产生的，因此不存在一种不受权

力影响的话语，也不可能用这样一种话语来推行批判。在他看

来文学的革命性和颠覆性只能是一种虚妄，它也不可能指向一

个最终的审美乌托邦的理想，在他看来任何人文现象都没有一

个固定发展的轨迹，也没有任何终极意义的目标可以企及。文

学本文不可能承载超越权力机制的“真理”，话语／权力不仅无

处不在，而且还是一种永恒的战略，因此福柯倡导一种文学的

不及物性，并藉此来“摆脱文学是所有思想交流的终点和汇聚

地这样一种观念”，使文学成为没■?所指的意指，他强调文学

作品中作者的死亡、沉默和消隐(他代表着文学作品中的权力

原则)，以此来取消文学话语的规范性，取消文学的神圣性的

话语功能，弱化某种特定的话语类型的权力的发挥。因为任何

一种类型的话语形构当它被规范化和神圣化的时候，就必然陷

入权力的合法性之中。所以福柯更加关注的是非文学的话语怎

样通过一系列的运动和过程进入到文学领域的，割断任何文学

的绝对性的表达，揭示规范的话语实践和非规范的话语实践之

间的对峙和渗透。

由于阿多诺等人对文化产业的坚决排斥，导致了他们的精

英主义立场，并在文化领域形成了高雅／通俗，精英／大众的二

元对立，对后者持蔑视态度。可是按照福柯的观点，高雅／低

俗的二元对立就恰恰体现了一种话语权力的实施，并且试图把

前者置于权力的合法化之中，而这又是福柯所反对的。因此我

们可以发现福柯对大众文化所持有的更为平。民的姿态和更为宽

容的态度，例如在被问到对摇滚乐的看法时，福柯谈到“我们

无法谈论当代文化与音乐的普遍的单一关系，而是应该更加宽

容，对音乐的多重性采取一种多多少少是亲善的态度。每一类

音乐都有权力生存，这种权力可以视为价值的平等。每一类音

乐的价值都取决于实践并喜爱它的人的认可。”而且法兰克福

学派在分析文化产业造成的社会对大众意识形态的控制的时

候，视大众为完全被动的客体，忽视了他们对文化做出积极能

动反应的可能性，因而对文化现状持一种悲观的态度。这一点

又与福柯的看法相悖，虽然福柯认为权力无所不在，个体永远

也无法摆脱权力的构成和规训，但是个体并非是完全无能为力

的，在权力的组织过程中，个体存在着被塑造和积极抗争的双

重可能，福柯指出：“我要说：一旦存在权力关系，那么就会

有抗争的可能。我们决不能被权力诱入圈套：我们总能在一定

的条件下按照某种精确的战略改变它的控制。”H1福柯在社会权

力的微观层面(比如监狱、医院、收容所里)揭示了各种非规

范的抵制和抗争正在不断瓦解宏观的权力规范机制，正是这种

控制与反抗的张力关系的存在，使福柯表现出了与法兰克福学

派截然不同的乐观态度。

福柯不认同任何普遍的真理，也否认任何可以与权力相分

离的知识系统和话语实践(比如文学话语和哲学话语)，但同

时又能对个体形成风格化的自我持乐观的态度，这表现于他所

提倡的“一种存在的美学”，摆脱掉某种超验性原则或真理原

则的指使，拒绝在理性的内部作出同它自身有关的阐释、界

定，而是高扬“理性的他者”作为理性的反题来对它加以不断

的破坏和瓦解，以边缘来抵制一切规范化的中心指向，作出一

种不倦的可能性的探究，在现实中去审查“真理的游戏”，悬

置和质疑任何先在的理性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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